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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多年間，以互聯網為主要公共空間的新興公民社會開始在中國出

現，並伴隨B不斷發展的抗爭運動，改變B中國當下的威權政治性質。截至

2010年底，中國互聯網用戶達4.57億，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用戶群1。在用

戶規模擴大之後，互聯網向Web 2.0時代的進化，即各類社會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SNS）特別是「推特」（Twitter）的湧現，將給中國政治特別是

威權的延續性帶來何種影響，還是個未知數。本文擬從系統控制論的「結構耦

合」（structural coupling）角度做一個初步性探討，以期先行理解這一快速興起且

不確定的現象，為今後更好地解釋並展開經驗研究打下基礎。

一　中國「推特政治」的回顧與觀察

隨B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束，推特、「臉書」（Facebook）和Youtube等

Web 2.0的代表性社會媒體（social media），催生了第一個「互聯網總統」。由此，

社會媒體的政治效應開始引發學界的強烈關注，「推特政治」（Twitter politics）也

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2。

事實上，早在這次大選之前，美國的社會網絡就已發揮高度的政治效應，

被稱為「第五十一個州」3。不止在美國，在某些民主轉型滯後的國家，Web 2.0

同樣顯示了驚人的政治生機，學界的跟進研究尤其集中在2009年4月和6月先後

在摩爾多瓦和伊朗爆發的「推特革命」（Twivolution）4。早年曾經成功引發菲律賓

總統埃斯特拉達（Joseph E. Estrada）下台和烏克蘭「橘色革命」的傳播方式主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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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手機短信，而摩爾多瓦和伊朗的抗爭行動則帶有Web 2.0的印記，表現出更強

的街頭動員烈度，只是其未竟結局多少遮蔽了人們對推特在民主化過程中傳播

效果和動員能力的認識。

在中國，有關統計顯示，絕大多數互聯網用戶也經常使用社會網絡服務，

主要包括「QQ校友錄」、「人人網」、「新浪空間」、「51.com」和「開心網」。這些

SNS用戶大多擁有多個帳戶，多數用戶受過大學以上的教育，教育程度高於中國

互聯網用戶的平均教育水平5。同時，在超過7億手機用戶中6，常常通過手機

上網的用戶規模也有3.03億7，而手機上網正是推特應用和普及的一個重要

條件。

雖然互聯網在中國大陸受到審查制度（即「防火牆」[Great Firewall]）的嚴密封

鎖，但是借助五花八門的「翻牆技術」和上百種應用程序界面（Appl ica t 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推特的中國用戶依然逐步增加。2008年4月，推特

的中國活躍用戶僅為7,000左右；而到2010年3月，若以推特意見領袖的跟隨者

（followers）來計算，活躍用戶數的保守估計介於2萬到4萬之間，用戶規模總數約

10萬左右8。伊朗2009年6月「推特革命」期間僅有約5,000至8,000名活躍的本土推

特用戶9，由此看來，將近4萬的中國活躍推特用戶在規模上已經相當可觀了。

在這一背景下，即使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後在中國境內的自由連接被切

斷，推特仍然迅速成長為一個獨特的社會政治平台，開始在隨後的多次社會行

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並且正在引領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中國新興公民社會。

總體來說，在中國用戶群中，特殊的推特政治已經初步形成。通過對推特

的參與性觀察，我們可以發現，推特政治中呈現B三方面的特點，分別對應於

日常討論、網絡化效應和推特在行動—事件中的表現等。

第一，高度政治化。儘管在設計之初推特只是一個社交網站，在歐美地區

的推特用戶也偏重日常生活和交往話題，但自從在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中首次

顯示其強大的傳播和動員能力之後，推特的社交—政治傳播整合功能開始受到

重視。在中國，儘管至今其用戶數量仍然相當有限，但由於具有獨特的開放技

術及其處於「防火牆」之外的相對隔絕狀態，反倒使得推特既能在用戶經過簡單

學習之後突破封鎖，又可以成為一個幾乎不受中國現行審查制度干擾的言論自

由平台。由此，推特與普通BBS（Bulletin Board System）論壇和博客（Weblog）網

站明顯不同，而這些論壇和網站受到愈益嚴格的互聯網審查而日漸呈現去政治

化或犬儒化的態勢。

由於話題禁忌甚少，推特開放的交流特性一旦形成，其政治極化的發展程

度就大大超過了海內外的其他中文BBS網站。推特繼承了十幾年來自由主義網絡

空間和抗爭運動的特點，其日常討論具有更加鮮明的反威權性質。以一度相當

活躍的推特中文應用網站「推特中文圈」（Twitese）為例，在2010年3月29日的「中文

推客排行榜」中，政治議題「推客」連岳、艾未未分別位居第三和第四，前二十名

還包括了冉雲飛、馮正虎、北風、閭丘露薇和安替等純粹的政治推客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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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意見領袖群體聚集。政治性議題和推特的開放式鏈接，吸引了絕大

多數過去十幾年從新興的互聯網公民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新公共知識份子、社會

運動知識份子和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如余杰、溫雲超、趙輝、浦志強、何清

漣、吾爾開希等。他們集中現身並參與這個開放平台的日常討論，促使推特自

然成為中文論壇甚至國內傳統媒體的引領者。此處的「引領」，指的是意見領袖

網絡或者社運領袖網絡的公開化和深化（即網絡的重疊與聯繫強化），既包括新

意見領袖的產生和「推友」聚會對網絡關係的加深，也包括這一網絡深化過程的

溢出，即推特話題和觀點對其他網站與傳統媒體的影響。

第三，集體抗爭行動的深度參與。雖然中國還遠未形成摩爾多瓦或伊朗「推

特革命」的態勢，但過去一兩年來的發展已經表明，推特正在成為中國許多抗爭

行動的策源地以及協調和傳播的平台。其中的標誌性事件，有2009年廣州番禺垃

圾焚燒廠建設抗議和馮正虎滯留東京成田機場92天的事件。推特作為唯一連續

實時、密集報導和討論的公共平台，分別見證和影響了這兩件抗爭個案的進展

與結果。在互聯網審查加劇的今天，推特政治的動員和傳播效能以及行動能力

都通過這兩件個案展現出來。此外，幾乎任何一個抗爭行動議題以及政治議題

都能在推特上看到，日常發生的政治事件、背景討論和抗爭行動已經成為推特

日常流量的主要部分，推特也因此可視為中國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窗口。

2009年11月23日，廣州市政府前番禺市民抗議垃圾焚燒廠建設計劃的行動。

結果，一種可觀的推特政治逐漸形成。對中國當下抗爭運動的網絡、行

動、認知等，推特均產生加速推動的作用，能夠連續製造抗爭行動或事件。在

2009年12月底抗爭運動遭受指標性壓制之後，以推特為主要參與方式的參與型

民主，正成為中國當下抗爭運動的重要樣式。從2010年上半年的持續實例觀察

可知，推特能夠有效聯接抗爭行動現場，保持抗爭運動個案與整體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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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我們還能觀察到中國各類社會運動的積極活動份子、運動知識份子、媒

體從業者和相當廣泛的同情者，在推特平台上審議時政。基於此，推特政治，

即以推特為平台的參與型民主樣式，成為中國威權政治內部的一個有趣發展。

二　中國「推特政治」的共時性

對推特政治發展的解釋，既離不開對Web 2.0的互聯網技術做仔細分析，也需

要聯繫此前中國互聯網與抗爭運動的歷史。筆者的博士論文已經揭示，Web 1.0

時代基於互聯網的中國新興公民社會，可被視為一個正在形成中的自創生系統

（autopoietic system）bl。循此路徑，在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經驗研究之前，從

馬圖拉納－盧曼的結構耦合理論（the Maturana-Luhmann theory of structural

coupling）出發，本文假設，推特政治的出現與此前中國Web 1.0時代以互聯網為

基礎的新興公民社會存在B連續性，並從推特政治的上述三個特點抽象為三層

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

所謂「結構耦合」的概念，最早由著名智利生物學家和控制論者馬圖拉納

（Humberto R. Maturana）提出，指的是結構決定的細胞系統或生命系統的變遷

過程中，其歷史性或現時性的互動導致兩個或更多系統間的結構一致性bm。而對

於所有生命系統的變化，都存在結構的變化和變化中介的結構，它們的一致變

化即結構動力，導致互動系統的結構一致性bn。這一概念被德國社會學家盧曼

（Niklas Luhmann）借鑒，應用於社會系統，儘管馬圖拉納一直強調細胞系統與社

會系統是不可相通的。

在社會系統中，如盧曼早就強調的，交流是系統演化最重要的媒介，「系統

的分化只能通過交流的分化產生」bo。由於互聯網的發展，計算機網絡作為社會

系統交流的中介，從一開始就具備了瑞恩構爾德（Howard Rheingold）在1993年最

早提出的「虛擬共同體」（virtual community）的可能bp。而當Web 2.0時代的臉書、

MySpace、推特等社交網站出現之後，相對於Web 1.0時代的計算機交流的傳統

模式，如電子郵件、BBS、門戶網站、聊天室、博客等，新交流方式的發展疊加

了網絡化過程，再借助高速寬帶、無線上網（Wi-Fi）和手機3G網絡的普及，促進

了網民的高度交互性和觸網的瞬時性，從而催化了新的社會系統分化。

新近基於對Web 2.0工具的研究，如克羅地亞學者沙滕（Markus Schatten）等

人發現，從BBS論壇、「維基」（Wiki）開放編輯百科全書、社交網絡、社會書簽到

播客等，這些網站公共界面的變化是用戶參與和技術系統相互間結構耦合的結

果bq：輸入機制愈簡單，相應社會系統相對於環境系統而言就愈具有影響力。在

各類社交網站中，推特的公共界面極為簡單和友好。自2006年創立以來，推特在

2008年經歷了用戶規模的暴增（1,382%），位居各類社交網站之首。2009年2月，

推特的用戶規模超過700萬，成為有工作的成年人中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站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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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特的中國用戶而言，他們既具有推特用戶的一般特性，也因為中文輸入

和「防火牆」的存在而發展出一些獨特性，兩者結合產生了推特的政治效應。在推

特的中國用戶當中共享的反威權認同，以及推特發言操作時採取的相互選擇性轉

推（Re-Tweet, RT）與回應（Reply）等具體的協調行動和機制中蘊含的協調方式，

我們稱之為「共時性」。這是中國用戶基於使用這個被屏蔽的境外新社交網站的

結果，卻與過去十數年來中國社會運動的自耦合成長呈現驚人的結構一致性。

如同《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sitique Generale）在語言學領域原本

已經具有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的意義，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認為，語言學必須從傳統語言學中「歷時的」（diachronic）導向轉變為「共

時的」（synchronic）取向，也就是把語言系統當成一個結構的、功能的系統。結構

主義者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也持類似的「共時性激進主義」，在

與薩特（Jean-Paul Sartre）的對戰中堅持共時性與歷時性的對立。這個概念同樣佔

據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畢生的研究。「歷時性」（diachrony），對他們來說，

都等同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榮格的定義對理解推特政治更富啟發性，即「有意

義的一致性」、「不尋常的平行主義」或者「一個不同尋常的聯接原理」（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bs。

在推特語言中，共時性體現為推特的技術特性與推特中國用戶的活動所共

同構成的、既有象徵性信息又與「不同尋常」的事件關聯，體現為用戶參與交流

和推特系統界面的結構耦合，也體現為既有社會自組織與推特界面的結構耦

合。具體來說，從推特的中國用戶使用方式——與歐美用戶相比的共同性和差

異性，可以發現三個有趣的技術特性，分別對應前述推特政治的三個特點，從

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共時性作為推特政治自組織語言的具體含義。

（一）競合性

所謂「競合」（contestant grouping），是社交網站的聚合作用加上言論的結果。

簡單的推特界面並無通常意義上的公共界面，只有根據推特用戶定制的個人化

界面。而所謂「定制」，係推特用戶根據推特的言論—社交的雙重功能而設置，

即在「回應與轉推」、「跟隨／屏蔽」的簡單功能設置間進行選擇，就能在對話與

傳播的同時選擇朋友並吸引更多的跟隨者。在每個用戶最初應用的階段，選擇

可能是基於初始網絡（線下的網絡或受特定用戶的吸引），但推特的開放鏈接形

式構成了言論交流的重疊網絡，然後用戶可能基於言論的偏好而發現新的朋

友，並增加朋友定制。這一過程的另一面就是發言者能吸引到更多的跟隨者，

他們構成相互鏈接、重疊的密集化網絡。比如艾未未的每條「推」（tweet）直接顯

示在數萬跟隨者的界面，然後通過這些跟隨者的跟隨者網絡繼續擴散。

這一過程中，相比開放度更大、網絡聚合度卻差很多的聊天室、BBS等Web

1.0時代的網絡交流平台，交流遵循盧曼的「每一個主張都招致相反意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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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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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交流都能引發抗議」bt的法則，而推動了1990年代末至今中國互聯網空間

的政治化，體現了互聯網技術對社會結構的初步影響。更重要的是，推特的「朋

友—跟隨」的社交選擇機制改變了互聯網用戶聲譽積累的網絡化基礎，從而導致

兩方面的競合效應：一是將「尋找相同者」的交流認同直接體現在基於言論的「跟

隨」選擇，結果，中國推特用戶言論的傾向性相當一致，或稱「極化」；二是在大

致相同傾向的基礎上，用戶之間的言論競爭不再是相反性差異，而是相同性差

異，即深度、視角以及激進程度等的差異。在此競合基礎上，推特言論的政治

化不過是一個總體性結果。

（二）開放性

相比BBS論壇和博客，簡單的推特界面保證了易接入性（easy accessibility），

只要用戶接入就能直接到達網絡用戶界面，而且推特界面完全定制化、私人化，

並向API開放。Twitter.com作為一個免費社交網站，開放部分源代碼，允許用戶

搭建API共享推特用戶的基本數據，作為第三方的用戶終端。迄今為止，推特已

有一百多個常用的API，其中不少API（如Dabr）還允許用戶再次開發，次級聯接

到其他網頁上。同時，各種基於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序（Applications, Apps）也得

到迅速開發。因此，作為開發源代碼運動結果之一的推特從一開始就繼續了開

放源代碼運動，使得推特在2009年「7．5事件」後被中國政府屏蔽只受到短暫影

響，大量的API，連同各種利用代理服務器的專用「翻牆」軟件（如「自由門」）、商

業虛擬私人網絡（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等，保證了推特中國用戶的連接，

包括手機連接的方式。

在2009年谷歌（Google）收購推特公司的傳聞發酵中，谷歌在自身網頁上開

放了推特API開發引擎（Google App Engine），並在2010年初新推出的社交產品

Buzz上整合了推特，使得Buzz變成了在中國有更大用戶群的谷歌帳戶所有者的

推特API。微軟Spaces社交網站對推特的整合更早，只是礙於界面繁複，影響力

較有限。所有這一切開放性的努力，都保證了推特的易接入性，而易接入性正

是用戶群落發生結構耦合的關鍵，通過最大限度的自身開放（源代碼）來增強網

站公共界面的開放度，使得所有用戶隨時隨地處於在線狀態，看到他人的

「推」，並且發出自己的聲音。

推特網站的此種開放性，與「7．5事件」——作為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的插

曲性事件——之後的被屏蔽和中國互聯網整體控制的加強，形成一個可跨越的

「數字鴻溝」，或曰「矽幕」（Silicon Veil）之外與全球開放互聯網環境相耦合的系

統。如馬圖拉納強調的，當「中介與系統間的操作性的動態一致性存續，崩解

（disintegration）就不會發生」ck。也就是說，只要互聯網還是互聯網，那麼即使互

聯網的一部分被物理隔絕為局域網，這種隔絕也不會徹底奏效，否則，局域網

將遲早面臨系統崩潰。

推特網站的開放性，

與「7．5事件」——作

為中國互聯網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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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博客

多個試驗已經證明，推特的140個字（母）限制，對英文來說也許只夠表達簡

單的信息，但中文的140個漢字，卻可傳遞足夠豐富的信息，信息量大致相當於

英文的四倍cl。結果，與幾乎所有其他社交網站以及推特自身的主流設計初衷不

同，儘管推特並未推出專門的中文界面，但是對中文140個字的限定將推特變成

了一個微型博客（Microblog，又稱「微博」），而使得每一「推」具有更豐富的意

義，超出了通常社交網站的社會功能。

這一點對於增加「推」的內容的實質性是至關重要的。每位參與討論的人，

能將自己的觀點、立場和問題清楚地在「推」中展示，這不僅能吸引社會運動知

識份子以及所有願意利用推特發表意見的普通人和意見領袖參與推特討論，並

且給予所有討論者公平的機會，使他們通過參與討論成為新的意見領袖。他們

能夠通過一次或幾次發推及時上傳充分的信息，製造話題，進而傳播，最終擴

散到其他論壇與傳統媒體。換言之，推特的微博形式已經將推特塑造為中國最

大的政治博客社區。與之相比，另一個政治博客社區（「牛博網」）因遭受互聯網

審查而被迫隔絕，其上類似的聚集效應和政治極化效應同樣可以佐證中國政治

博客的政治傾向。

比如著名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艾未未，每天運用推特發送汶川地震受害學

生的信息。更著名的例子是廈門的一位普通的抗爭運動份子郭寶峰，在2009年

7月14日被拘留訊問時，尋機利用手機發出了一條「求救推」，引發一場全國性拯

救行動，得以在關押十五天後無罪釋放cm。此間的行動效應，來自推特言論界面

的「跟隨—轉推」機制。

一方面，這來自推特用戶發言的跟隨效應。通常，一位用戶跟隨者愈多，

他的發推量也愈大；同時，朋友數量有限但愈多，發推量呈更高倍率的遞增，

顯示推特用戶的網絡效應對言論有顯著正激勵cn。另一方面，這又源自推特的轉

推功能，用戶只要非常簡單地點擊轉推符就能即時轉發任何一條「推」，比普通

論壇上刷新一條帖子遠為簡單，而且能長期維持對一個特定「推」的關注。重要

的是，這一不斷轉推、傳播的過程就是語言形成共識性協調的功能，「不斷地將

不尋常變為尋常，將原創變成共意，反覆地獲取與排除，以及以此將這種能力

永存自身的同時，它也能夠改變自身」co。其中，當下社會運動的抗爭意識在推

特的參與討論中體現得極其充分，並因推特「跟隨—轉推」機制對相同性差異的

激勵而更趨激進。

因此，從推特的社交功能設計、易接入性及其「中文化」結構產生的推特用

戶言論政治化與網絡聚集中，「在場」，作為推特政治的語言，可以被用來描繪

推特用戶的可操作或可觀察的行為的共識協調；不僅表現在日常交流中的意見

同質性，也突出呈現於推特用戶所關注的行動中。在行動中，「在場性」以兩個

維度的共識聯接為中介：

儘管推特並未推出專

門的中文界面，但是

對中文140個字的限

定將推特變成了一個

微型博客，而使得每

一「推」具有更豐富的

意義，超出了通常社

交網站的社會功能。

這一點對於增加「推」

的內容的實質性是至

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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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爭行動參與者或現場觀察者在行動現場的即時發推、隨行動或事件進

展過程的連續發推、以及從回應中得到反饋的行動調整；

（2）更多非現場推特用戶通過推特網站即時獲取現場行動或事件進展的信

息，並參與討論、轉推消息，以及提出意見，現場行動則共時化為推特用戶同

步見證、參與、影響行動進程的更大範圍的集體行動。

例如，2009年11月23日廣州市政府前發生的番禺市民反對垃圾焚燒廠建設

抗爭事件中，當地著名社運活動家北風（溫雲超）和長平在現場發推，傳遞事件

進展情況，受到推特網站上熱烈關注和討論。他們雖非行動的組織者，但傳遞

了推特網站其他社運支持者與活動家經由實時討論而趨向的共識性意見，並傳

達給現場抗爭活動參與者，力勸參與者在充分表達抗爭訴求後於午後解散。雖

然他們最終未能說服大多數未經充分組織的參與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這次抗爭的烈度，並將現場的和平抗議轉為一次推特行動。

廣州著名社運活動家北風（溫雲超，左）與長平在現場使用手機發推，傳遞現場信息。

類似的，只要不特定的推特用戶參與某次抗爭行動甚至偶發事件，只要手

機或其他上網信號不被屏蔽，都可能將推特網站變為一個實時轉播（包括文字、

照片和視頻鏈接）和實時討論的平行空間，將分散、偶發的事件變為以推特為平

台的抗爭運動的一部分，即「意義的一致性」。而從中體現的，是抗爭運動訴求

的共時性，即權利的在場：權利的現場抗爭和推特用戶的言論自由，分別穿透

了威權對抗爭行動的分散化控制和對互聯網的管制，實現了遠程行動者的聚集

和權利的在場。

從推特的社交功能

設計、易接入性及其

「中文化」結構產生的

推特用戶言論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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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權利的在場

通常，結構耦合的量度需要對結構一致性做定量分析，但是，對觀察者來

說，描述和解釋同樣是科學的。因為無論生物系統還是社會系統的現象都是即

時性的，需要觀察者將其過去和未來予以聯接，並進行形而上的抽象，才能理

解其連續變化。在控制論中，結構耦合作為一個「行為協調的協調」的結果，本

身就要求觀察者對觀察的反思。因此，本文對推特政治背後的結構耦合現象重

在描述和解釋，更精細的對結構一致性的定量分析留待將來深入研究。

簡言之，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共時性」概念，可以概括上述推特中國用

戶作為共識協調的方式，也就是推特政治的「語言」，代表中國推特政治的特

色。相對應的，從推特社交網站的聚合性到其政治化，從言論到行動，其中的

「跟隨—轉推」機制所反映的推特參與結構與中國社運（維權運動）之間出現有趣

的「技術—政治」的結構耦合。

結構耦合不限於單一維度，常常是多維度的，也不限於兩個系統，可能是

多系統的；並且隨時以結構變化的崩解為條件中止耦合，使耦合停留在一個較

低的狀態。在推特出現之前，關於中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興公民社會這一假

說，就因為威權審查制度的干預和加強，隨時面臨崩解而極不確定。但是，推

特政治的形成，特別是推特網站本身的開放源模式以及它所鼓勵的API開發，有

力促進了互聯網與公民社會或抗爭運動的結構耦合。

推特技術上的極大開放性或易接入性產生的共時性政治，創造了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意義的「高度的在場可得性」（high presence-availability），進行

B「時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社會組織化：當推特空間交聯抗爭現場

的同時，這一Web 2.0的分布式交互網絡猶如吉登斯所說的時空組合的社會「儲

存器」cp，平行於國家機器的以社會監視系統和經濟社會信息系統為代表的強大

「儲存能力」，最大限度地彌補了現代監控社會對面對面交往（結社與集會）的干預

而造成的缺失，從而強化了Web 1.0時代的互聯網作為公共性的棲身之所，以一

種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場」姿態將推特轉化為對政治事件的直接審議和抗爭行動。

因此，這樣一種交流共時性，乃基於中國互聯網審查制度或「防火牆」系

統，然後賴於為「翻牆」而開發的形形色色的「翻牆」軟件和高度分布的存儲器（或

稱「雲計算」[cloud computing]）。這是中國的推特政治與民主選舉體制下比如美

國推特政治的本質區別，而突顯共時性的現實政治意義，即權利的在場。理論

地說，權利的隨時在場，及時、連續地出現、表達公民的聲音和行動代表B積

極的權利行使，而得為權利；反之，權利的不在場，被威權壓制或驅逐，則意

味B權利的懸置或剝奪。在場，因此意味B直接民主的體現和以直接民主為意

義的民主參與。進而，當權利在場的聚集與直接民主結合，實現某種程度的社

會團結，就不僅意味B個人權利，更意味B一個公共政治空間從虛擬社區向現

實政治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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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矽幕」審查體制即互聯網「防火牆」代表了現代警察國家的警

察秩序——感知的區隔（partition of the sensible），也是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維權

運動發展所針對的威權體制在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按照法國理論社會學家朗西

埃（Jacques Rancière）的解釋，警察秩序意味B控制每個人、每件事物，將他們

經由分配和辨罪來確定各自的位置，譬如身份證制度、人頭稅制度、戶口制

度、懲戒矯正制度等等；而所謂「政治」便是針對警察的特定反對者，因為政治

的本質在於異見（dissensus），而異見並非利益或觀點之間的對峙，「異見是感

知與其自身的距離的表達」cq。換言之，政治特別是抗爭政治與社會運動就是針

對威權社會的區隔化並且固定化的警察秩序而進行感知的重新分區的企圖，其

中包含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民主思考和現代性所固有的任務——如社會學家

伯格（Peter L. Berger）對現代性特徵的概括：「異見的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 of

heresy）cr。

事實上，這一發生在警察／監控與異見／自由選擇之間的對抗，幾乎從民

族國家形成的一開始就貫穿始終、直到現在，構成現代性的鐵籠與抗爭運動之

間的張力，推動B民主的進步。只是，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民主社會的

共識都以社會控制為中心，也就是對異端或者越軌（deviance）的控制，以為這才

意味B社會的組織或者秩序，如此認識貫穿了庫利（Charles H. Cooley）以來社會

學的主流，也反映了「鐵籠」在現代社會的印象cs。

只有在1968年之後歐洲興起的新社會運動逐漸改變了歐洲政治生態、直到

1990年代初逐漸形成了新的共識政治之後，這一情形才得以改變，並且推動B

全球社會運動的形成。中國社會運動的成長，同樣是針對威權體制下國家強制／

警察制度對公民權利的種種制度性與非制度性限制，而產生反威權的「維權」訴

求，並逐漸形成一個生成中的自耦合系統，開始改變威權的性質，趨向晚期威

權主義。

所謂「晚期威權主義」，是借用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晚期資本主義」概

念改造而來。現代著名托洛茨基主義理論家曼德爾在其名著《晚期資本主義》

（Der Spätkapitalismus）一書中，稱戰後福利國家的發展已經將生產關係不平等再

生產為基本矛盾的資本主義改變為以社會關係不平等的再生產作為新型資本主

義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也因此告別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預言的隨時可能滅亡

的總危機，而可能長期存續ct。而晚期威權主義作為一種全球性新威權主義上升

運動中的東亞特例，指其內部抗爭運動的崛起作為全球性抗爭運動的一部分，

從社會的黨國主導型（state-led society）開始轉變為形成中的公民社會，而且這樣

一個過程是自創生的（autopoiesis，相對於威權環境而言），從而改變了威權的性

質。但是中國的威權政治體制仍然存在無比韌性dk，受益於全球資本主義而保有

自身組織的再生產能力和威權的強化能力，強化的威權將長期存續。在可預期

的未來，推特政治以及抗爭運動整體並無與之全面對抗的空間，也無摩爾多瓦

和伊朗的選舉機會可資利用。

在場，意味¹直接民

主的體現和以直接民

主為意義的民主參

與。進而，當權利在

場的聚集與直接民主

結合，實現某種程度

的社會團結，就不僅

意味¹個人權利，更

意味¹一個公共政治

空間從虛擬社區向現

實政治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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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推特的中國用戶基於「防火牆」外微博客的社交網站而發展出共時

性政治之後，一個對威權體制下「異見／選擇」的重新分區已經展現，而且這一

趨勢不僅關乎虛擬政治與現實政治區隔的調整，更前所未有地將過去在維權運

動中不斷主張的權利共時化、現場化，在偶發性抗議活動中通過推特實現了共

時性的權利在場。相對於在抗爭行動中採取緊密控制以及更廣泛意義上對社會

不滿採取控制的警察秩序而言，中國推特政治的興起，包括反威權主義者的聚

集、異見性的話語表達，以及對分散抗爭行動的介入，不啻為一個重新區隔化

並且在愈益增加的範圍內將異見普遍化的過程（包括自組織系統內以及向系統外

的擴散）。重新分區也意味B通過推特的實時互動網絡的「高度的在場可得性」，

獲得新的分布式社會存儲能力，實現在既有警察秩序／社會監控體制擁有的高

信息存儲能力對行動者直接監督下所難以遂行的「非分之分」的言說。參與高度

政治性和即時性話語討論的推特中文活躍用戶，整體上也可因此被類別化為新

的系統分化——「推特異見者」（Twittering Dissidents）的出現，並被看作是「聰明

暴民」（Smart Mobs）的Web2.0的中國版。

當然，目前的推特政治到底能走多遠，是否能夠探及摩爾多瓦或者伊朗的

「推特革命」，只有在更大的系統背景下，或者考慮更多的系統及其結構耦合問

題，才可能對中國的推特政治前景做出判斷。無論如何，當谷歌撤出中國風波

爆發之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Hilary Clinton）2009年12月14日發表演說，要求

保障互聯網自由，並幫助商業公司開發互聯網通訊軟件，就可以視之為一個更

大範圍的結構耦合背景dl。但是，中國推特政治是否將重演摩爾多瓦或者伊朗的

情形，端乎摩爾多瓦或伊朗的「推特革命」所依賴的半開放選舉以及一定程度的

反對派政治，但這些基本的革命啟動條件在中國可預期的未來均難以看到。

四　結論

綜上所述，從2008年起，推特在中國的普及僅僅兩年有餘，而用戶群的增

加更受到2009年7月以來網絡屏蔽政策的影響，但卻在過去一年多的短暫時間0

表現出驚人的政治活躍和抗爭行動能力。更為重要的是，推特中國用戶群的「共

時性技術」與「權利在場政治」的結構耦合，使得推特政治成為形成中新興公民社

會的最新形式，是對過去十幾年中國互聯網的自由主義交流和同樣以互聯網為

基礎的社會抗爭運動的繼承，是一個晚期威權主義的鞏固進程中交互穿透從而

產生新的系統分化的結果。

因此，儘管中國的推特政治前景是否如摩爾多瓦或者伊朗般可能在半開放

選舉下展現爆發力還不得而知，但是，就其高度政治化、網絡深化和參與抗爭

行動的共時性政治所表現的「推特異見者」群體結構的出現和增長，已經暗示B

一個瑞恩構爾德所說的新社會革命的可能性dm。如果僅僅在這個社會革命意義

上，將中國新興的推特政治稱為「推特革命」，也許並不為過。

中國推特政治是否將

重演摩爾多瓦或者伊

朗的情形，端乎摩爾

多瓦或伊朗的「推特

革命」所依賴的半開

放選舉以及一定程度

的反對派政治，但這

些基本的革命啟動條

件在中國可預期的未

來均難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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